
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

胡春惠

　　虽然我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并没有研究,但是能够参加这次

包括两岸有关权威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座谈会,仍然是感到十分高

兴的。特别是这一个座谈会能够在此时此地公开举行,它本身就代

表着两岸学术风气的一种进步,让以往大家感到禁忌而不愿多谈

多思考的课题,变成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从不同角度交流心得。

　　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由于他在抗日情绪

最高潮的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出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

行政院长,与当时全国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同时也

因为他未能熟读中国历史汲取教训。试看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对外

主战的多半被奉为英雄,而主和的却常被骂为媚外的汉奸甚至被

骂为狗熊。所以汪精卫自己替自己选择了悲剧的角色,自然也就不

能责怪被千夫所指,被别人大事挞伐了。

　　我在这儿不能光说一些感慨,也想对抗战初期汪精卫、周佛海

等人的“低调俱乐部”时代背景, 表示一点看法。大体上来说九一八

事变以后,汪精卫起先在对日政策上, 是主张要抵抗也要交涉的。

汪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强国, 中国是一个幅员大的大

国,日本是一个小国,因而中国应利用土广民众的优势, 用处处抵

抗长期而持久的抗战, 来拖垮日本。而另方面他也认为, 就日本对

中国的军事侵略而言,日本是国联公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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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者,中国有权利要求国际来干涉日本制止日本的轨外行动。也就

是说, 在国际外交上,中国居于有利地位, 因而中国不应放弃用诉

诸国际的外交上的方法,放弃交涉的权利。就这一点,我们认为汪

精卫的主张是十分正确可取的。但是到了 1933年 5月长城战役之

后,汪对于中日问题,开始转入悲观想法。原因是中国本身两年来

民心士气之消沉, 及国际间对华同情心之消失无积极回应,以及在

长城战役中,眼见中国军队那种以“太古式的军队”与现代化精锐

日军的拼搏, 以及看到包括遭逢绝大侮辱之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

在内,那种只想发财,颓废堕落, 不恤士卒。靠这样的军队,与训练

精良、野心勃勃的日军作战,真可说是以卵投石、近乎无代价的牺

牲。所以这是汪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转入只谈“困守待援”及“中

日提携”,对于“抵抗”一辞, 已少提及的背景与原因。

　　对于中日问题,此阶段抱持与汪精卫同一悲观看法的,也颇不

乏人。特别是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前

后,晋系的徐永昌便说:“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

桧也没有。”盖当时以口号高唱抗日者多, 但以实际行动及作法配

合中央抗日者少,北方地方军系若不是为日本统战所软化如宋哲

元等,便是因为为了抗日而急于依苏亲共的张学良, 至于西南军系

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 更甚至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

费和武器而在高唱“倒蒋抗日”。凡此均足以说明中国本身内部便

是各怀鬼胎, 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

而战者”的抗日高调(阎锡山语)。举目望去,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

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

张学良语) ,这种情形, 看在那些自认较能了解国家真正情况的人,

自是着急万分,这种事实,自然会让对国家有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

子和深知国家底蕴的人不能不悲观了。这方面的人物除了对全局

看得较清楚的汪精卫之外, 还应包括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

·36·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1 期



惠、魏道明以及先前之阎锡山(民二十一年时,阎曾说中国经不起

日本几点钟之攻击云云) , 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

雷等。而相对的, 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上海、平津社会

上,也有更多的主张立即对日开战的, 主要的是主和派所说的“激

烈青年、腐化官僚、将死老人”,他们多数是“见鲜浅浮、偏激、执拗、

诞妄,较之义和团时代并不进步”(徐永昌日记)的民族主义狂热分

子。相对于主张中国应有抗日准备、却不急于求战的,确实是较能

理性看待问题,较能知己知彼的老成持重的。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 国人对中日关系之主和主战,更形

分歧,即使已面临和日军短兵相接之宋哲元二十九军本身,也分为

主和与主战两派。中央方面,在德使陶德曼转来愿意调解中日纠纷

时,除蒋中正、李宗仁等较主战外, 多数国内要人均主张不可放弃

和平一途,其中自然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周佛海为最凸显。特别是

在对日军事上,宋哲元自信能守北平三个月,但不到三天北平即失

守,刘汝明守张家口,既拒绝汤恩伯之中央军入援察哈尔, 但当闻

日军已到怀来时, 便以“弹尽援绝”为藉口放弃张家口。而保定之迅

速沦陷如出一辙。平汉路正面二十九军自成一系,既不愿中央军早

些入援其防区,又不准中央军预做防御工事, 日军一到, 又嫌中央

军来得太慢, 所以第一战区行营主任徐永昌便说,我军失败之原

因,乃在于不少领袖对日抗战表面积极,内心消极,在于内外不一,

打仗时每个将领都已留后手,一经接战,前方自相惊扰, 紊乱不听

指挥, 而后方则到处都是溃军伤兵,缺乏医药收留,败兵扰民则有

如土匪。目睹此一情况,担任指挥者流泪者有之,大哭者有之。而

在前线上的卫立煌也说:“以如此军队如此配备, 皆不足以守此阵

线,如此败退,如此何了。”而早在长城战役中担任旅长的郑洞国将

军事后也在回忆录中说,在日军机械化猛烈的火力下,他也只有在

望远镜中,看着他的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在战斗中白白牺牲,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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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倒下。而在抗战中担任督战官的一位曹将军事后也说: 所谓八年

抗战者,国军没有好的装备,士兵们连吃饭都吃不饱,而所以还能

与日军对抗者,无不是一级压一级,硬逼着士兵一个个用性命冒锋

镝,作牺牲而换来的“悲惨胜利”。八年抗战大多数的战役中, 平均

中国人十个换日本人一个, 中国人人命太不值钱,回首想来,也真

替那一代中国人感到难过了。

　　中国正式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 是在 1937年 8月 7日南京的

“国防会议”。全国军政大员及地方军系领袖均出席, 主和的意见在

会议中已被某些人士指为“汉奸”,而参谋本部估算武器与弹药则

仅够 6个月之需, 开战后军费平均每月至少缺乏两千多万元之数。

然而在昂扬的抗日情绪下, 这些问题并未获得重视。在这种情势

下,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交涉的和平派包括了汪精卫、陶希圣、梅思

平、胡适、张季鸾、左舜生、邵力子、张君劢、李璜、陈布雷、顾祝同、

熊式辉、陈公博、罗君强、高宗武、程沧波及周佛海等, 仍认为应坚

持“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也为此,他们其

中不少人经常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家中为场所, 交换促和

意见及和平交涉之方案之考量。这些主和派既认自己所作所为是

一种“匡过补阙”的事, 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高调,所以自己便

戏称自己一伙为“低调俱乐部”了。到后来, 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

日坏, 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

因而对于那些一向高调主战者, 除了自己“暴跳如雷”,大骂那些反

对和平交涉的为“幼稚”、“误国”甚至于反责为“汉奸”之外,也别无

他法。特别是武汉失守后, 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居然以蒋委员长

下台为前提, 这使原有盼和的人,望而却步,主要主和派更形势孤,

汪与蒋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 汪、周等人最后竟不得不走

入日本的圈套,是可悲也是可怜。那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低调

俱乐部”形成的背景、演变及其历史意义, 似乎仍是值得吾人深入

·38·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1 期



地探讨和研究的。今天我仅是在此提出一个引言,并不是一个成熟

的看法,敬请大家讨论指正。

(作者胡春惠, 1937年生, 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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